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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读后 

 

张良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 

 

摘要：本文试图发掘《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所带给我们的新成果和新思路。本书是最

早意识到北方地区的学术潜力的著作之一。它所提出的北方模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本书运

用区系类型方法，首次为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并以此为依托，描

绘了一幅高清晰度的动态的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画面。本书还特别关注聚落内部与聚落

之间的等级分化，还原了聚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主体的本色。此外，本书的人地关系为我们解释古代

的人群迁徙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本书也让我们注意到一些新问题。本文的北方模式引出另一个课题，

即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自然环境的比较研究，如此或许可以摸索出一些新的决定

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自然与社会因素。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仰韶文化可能需要拆分，由此而涉及到界定考古

学文化的标准问题。本书有关文化传播的解释有些简单，显示出我们对人类的文化行为方式的认识还很欠

缺。人地关系部分资料不足，将来还需要更多的古气候方面的研究。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以后努力的方向。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站在学术前沿的，吹响时代号角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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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作者韩建业从大学时代起就全身心地钻研我国

考古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大量阅读国内外考古学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文献，得

以开拓视野并打下功底。多年的勤奋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先后有《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1997 年第一期）、 《殷墟墓地分区研究》（考古， 1997 年第一期），《试论豫

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等重磅文章发表。他主笔的发掘报

告有三部：《驻马店杨庄》，《岱海考古》第一、三卷。其它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的论文多达

二十余篇。其研究时代跨新石器到夏商，其研究地域跨长江到长城。 年纪不到四十而有如

此成就，他无疑是我国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本书为作者 2000 年完成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

后出版的（文物出版社，2003 年）。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2000 年重大项目“聚

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阶段性成果之一。全书正文 273 页，序 5 页，插图 257 幅，表 8 个。 

一 

这是一部锐意创新的著作。这不仅因为它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而且因为它提出了许多新

问题，迸发出了许多新思想。而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猛烈地冲击了我国考古学上一些根深蒂

固的观念。这也是一部厚积薄发的著作。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正是作者近

十年的孜孜不倦的钻研所凝聚的结晶。 

本书是最早关注北方地区的著作之一。这片包括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在内的地区，在

历史上，除内蒙古中南部以外，考古发掘与研究都比较薄弱，尤其是史前时代。由于地缘的

关系，北方有考古专业或考古系的大学大多忽略了这一地区。作者就读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就

偏重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然而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扩展了我们的认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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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它叩开了一个学术宝藏。北方地区介于中原的农业文化区与北亚的草原文化区之间，对

于研究古代文化交流、人群迁徙、游牧业 (nomadism) 的起源具有特别的意义。迪·考斯莫
[1]曾经指出，北方地区（该文所指的范围还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东部）在青铜时代和早

期铁器时代 （相当于商代与两周时期），不仅是畜牧经济为主的草原地区文化与农业经济为

主的中原地区文化交往的中间地带，而且是许多独立于商周文明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畜牧经济

文化的发源地。 而本书进一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高清晰度的北方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画面。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为我

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复杂化的模式即“北方模式” （203 页）。中原地区在仰韶三期 （距

今 5500 年）即已出现阶级分化，到龙山后期（公元前 2200－1900 年）则已迈入早期国家的

门槛；与此相反，北方地区从兴隆洼期 （公元前 5700 年）到龙山后期一直停留在平等社会

的阶段。本书所揭示的这种滞后现象有力地打破了潜移默化于我们头脑中的单一的人类社会

稳步前进的中原模式，明确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本书的一部重头戏是为北方地区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这项工作的分

量不轻。一，本地区的遗址存在的年代都很短，大多不超过本书所划分的一个时期。要建立

本书的七个时期（兴隆洼时期，仰韶文化的四期，龙山文化的二期），作者需要收集一大批

遗址的材料。然而现有的资料不仅分散，而且发表的质量也良莠不齐。所以资料的爬缕梳理

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而棘手的任务。二，本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跨越兴隆洼，仰韶，和龙山三

个时代，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非要具备全面而深厚的中原以及内蒙古东部新石器考古的研究功

底不可。由韩建业来做这项工作是再合适不过，正所谓机遇只降临有准备的人。他一方面得

益于对中原地区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文化都有精深造诣的导师严文明，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大

学毕业以后勤勤恳恳的研究，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分期和区系类型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部分，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套颇为独特的研究方法。 建立如此大规模的年代序

列，全书毫无那种繁琐的型式分析，给读者省去了许多“鸡肋式”的烦恼。他采用的方法是

先将整个北方地区划分为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与冀西北、陕北三个小区。每个小区内他选

择一系列典型遗址、典型单位、以及典型器物， 建立起各小区的年代序列，然后再整合整

个北方地区的年代序列。这样既利用了地层，又把握住典型单位中典型器物的整体变化。整

个分期做得干脆利落。即使各期的陶器特征描述也很简洁，读起来很流畅。本书还配有翔实、

精美的分期图，读者可以自己去检验，相当客观。在划分区系类型时，他又抓住典型器物来

归纳各期的文化特征，只不过这里他区别开两个层次的陶器组合。第一层次代表某期内整个

北方地区的文化，而第二层次则反映各个地方类型的特征。 

这里我们发现本书的一个新动向：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画面。他所

划分的类型多少、分布地域是随时期变化的。如仰韶一期（公元前 4800 年起），作者分出冀

西北、岱海、鄂尔多斯－晋中三个小区（类型）；但其后的仰韶二期（公元前 4200－3500
年），他只分了内蒙古－晋中（白泥窑子类型）和晋北－冀西北两个小区 （马家小村类型）。

各期内各类型的来源各不相同，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变化。这里充分展

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底：他可以对比七个时期中两个地理区域各类型的陶器群而游刃有余。如

仰韶一期里，冀西北和岱海来源于后岗类型，鄂尔多斯－晋中则可能是半坡与后岗两个类型

融合的产物。在仰韶二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分化为四类遗存：史家类型(渭河流域和汉水

上游)、东庄类型（晋南豫西）、河南中部（没有命名类型）、后岗类型（豫北冀南）。白泥窑

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都是受东庄类型影响产生的，虽然也继承了本地仰韶一期的一些因

素。在这两期以及后面的仰韶三期(公元前 3500－3000 年)、四期（公元前 3000－2500 年）

里，中原地区一直是北方地区文化的输送方。但本书特别指出，进入龙山时代后，北方地区

就开始向中原地区传播本地创造的文化因素（鬲、卜骨、细石器镞）。因此，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北方地区的文化，就像大海一样吞纳百川，然后又像波浪一样冲击到晋南乃至整个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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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这种画面实质上是我国考古学观念上的一次飞跃。一方面，它突破了一种僵化的切蛋

糕式的或者是分省地图式的区系类型学：一个地区或一个省的文化是本地起源，本地发展，

是一脉相承到如今。另一方面， 它冲击了根深蒂固的一个中心说—－（双横线为破折号,

下同）中原地区不再是创造新文化的永不熄火的发动机，也不再是“野蛮海洋里的文明孤岛”
[2]。 

聚落形态是一个前沿课题。本书从房屋形制、内部结构，聚落分布和层次分化四个方面

系统地追溯了聚落形态在七个时期内的变化，但它特别关注聚落内部与聚落之间的等级分

化，是其独到之处。在兴隆洼期，本书推测这样的聚落“是一个以氏族为基础的”，包括大

约 “单体房屋、排和整个聚落”三级社会组织的公社（164 页）。进入仰韶一期以后，聚落

中出现区别于其他房屋的“可能为村落集会、议事”的大型房屋(169 页)；这时“有着向心

结构的房屋布局，反映出一种利益与共、血缘凝聚、颇有秩序的平等社会状态” （173 页）。

仰韶三期，这种平等社会仍然延续下来，但是家庭的地位开始凸现出来 （199 页）。本书发

现的“北方模式” （203 页）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北方地区在仰韶三期以后，陆续出现“中

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以及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现象”(仰韶四期, 222 页)，和聚落群（龙

山前期，246 页）。这实际上也是思想上的一个突破。一种至今仍然盛行的研究方法是把遗

址纯粹当作无机的文化载体，视之为房屋、墓葬、器物等成分的组合体。而本书把遗址当作

具有生命力的行为个体，还原了它作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的本色。这对

传统观念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人地关系是本书提出的另一个前沿课题。这里作者吸收了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学的研

究成果，以此来检验各期文化的经济形态、房屋结构、人群移动。比起以往只满足于琢磨坛

坛罐罐或者附上几个分析报告(孢粉、动物骨骼、金属成分等)的做法来，这种结合自然科学

来解释考古学现象的方法是很大的一个进步。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运用这些学科的术语时，

一点也不显得生涩。这一部分讲的是，仰韶一、二期为气候暖湿时期，适宜农耕，来自东部

的镇江营一期和西部的半坡类型的农民迁徙到北方地区。仰韶三期以后，气温下降，降水减

少。这一时期农业虽然继续存在，但是来自东北和东部的狩猎人群进入北方地区；同时节约

木材的窑洞式房屋在晋中开始使用。仰韶四期，温度与降水降到一个临界点，与此相应的变

化是标志原始战争的石围墙和石墙房屋出现。龙山后期温度下降，北方地区由于人口压力的

增长，大量人群开始南迁。过去人们大多将类似的文化变化归因于政治事件（如夏商更替），

而本书的自然环境说则为我们解释古代的人群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由上所述，本书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和新观念。同时，它们对我们以

后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本书一些考古学现象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进一步

挖掘；二，本书的考古学材料表明，我国考古学亟需填补和完善一些理论； 三，本书所提

出的一些新问题，需要有力的论证手段的支持。而迎接这些挑战将会推动我国考古学的前进。

在此本人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供读者参考。 

如前所说，本书观察到北方地区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上的滞后性，是它的一个新发现。鉴

于目前我们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认识是以中原地区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本人设想：如果对中

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自然环境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是否可以发现气

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对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制约作用，乃至摸索出一些新的决定社会复

杂化进程的自然与社会因素来呢？不论答案如何，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将会更加

客观，其适用范围也会更为广阔。 

本书以若干种普遍分布的陶器来归纳各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方法，再次引发出考

古学文化的划分问题。夏鼐的定义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公认的标准。他所提的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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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特征、多处遗址、充分认识” [3]，在现在看来，很容易满足，仰韶文化也是完全符

合的。不过，迄今所命名的文化中，大部分在陶器群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相当接近，像

大家常提的“商文化”或者“二里头文化”。一些原先认定的大文化如龙山。本书表明，该

文化各期的典型遗址的陶器群是千差万别的。 如仰韶一期代表冀西北类遗存的四十里坡遗

址，“主要器类为红顶钵、锥足鼎、直口球腹双耳壶、圆唇盆、盆形甑、彩陶罐等”，而代表

岱海小区类遗存的石虎山 I和 II遗存，“器类主要有红顶钵、红顶盆、釜、釜形鼎、壶等······此

外还有直腹罐、圈足碗、圈足纽式器盖、小勺” （78 页）。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共同器物仅

限于作者归纳的“钵、壶、盆”（77 页）。此外，且不说中原地区，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就

很复杂多样，包括“中部黄土丘陵梁峁区、东部山地盆地区、西部沙地丘陵区和西北河套平

原区”（10 页）。虽然同属农耕文化区，但生态、经济和聚落形态差异都不小。在这样的共

性和特性面前，仰韶文化是否需要予以拆分，实质上是一个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问题。1 夏
鼐提出的三个条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它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谱系研究中，作者采用了我国考古学界常见的套路，即比较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各类

型中共同存在的某种陶器、纹饰和其它文化因素，由此追寻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解

释文化交流时，这种套路隐含一个假设，即如果类似的东西在两个地方出现，那是因为一个

地方的人群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种方法有的时候是可行的，比方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

第一期遗存在北方地区的出现。因为严文明在序言中说，北方地区仰韶文化以前的“遗存至

今只有极个别而难以确定的发现，”也就是说，“那里的居民一定是非常稀少的。”（II 页）但

是在其它时候就它就有些牵强。按照这个思路，本书提出的龙山前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

（的居民）大规模南迁，向中原地区带去了鬲、卜骨和细石器镞的假说，就面临两个难题：

一，这些南迁的北方人怎么就带去了鬲、卜骨和细石器镞；二，他们怎么带去了中原地区诸

文化所呈现的那么多种鬲形器（按作者的描述，北方地区流行斝式鬲，而客省庄二期文化和

齐家文化均为斝式鬲和单把袋足鬲，后岗二期文化则无鬲有甗，127－145 页）。看起来，这

种假设在解释文化交流上还有盲区；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解释模式。 

文化传播的方式，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引起

学术界的重视。本人学过艺术史，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虽然本例属于历史时期，有文献记

载的优势，与新石器时代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是它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十七、十八世纪的

朝鲜画家很推崇我国明清时代的文人山水画，那么他们是如何学习中国画的呢？我国的画家

很少到朝鲜去，一般的朝鲜画家也难得有机会到我国来。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随同每

年几次的政府使团到北京来，与我国的有艺术修养的官员（晚明的文人画泰斗董其昌作为政

府官员曾接待过朝鲜画家，属于例外）和民间画家（集中于琉璃厂）交流。但是他们还是见

不到当时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南方画派 (杭州、松江、扬州)的艺术家和作品， 当然谈不上

与他们直接切磋了。不过，使团中的成员（不限于画家）往往通过交换和购买得到一些作品

（包括赝品）、画册、画谱，回国后送给或者卖给他们认识的画家和收藏家。这样，朝鲜画

家顶多可以接触到中国二、三流的作品，印刷粗糙（较当代技术而言）的画册、画谱，和“微

言大义”的理论著作，至于中国画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思想内涵，大多靠自己去揣摩领会了。

不过，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形成了自己的以郑敾 （1676-1759 年）为首的山水

画派，体现出朝鲜本土的文化氛围和艺术追求 [4]。由此看出，不仅文化传播的方式复杂而

且多样，有予也有取，而且接受方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吸收转化。在此，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点“以人为本”的思想，需要考虑人类自身在文化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避免把一个人群视为不加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的简单的容器。 

                                                        
1 类似的标准问题发生在分布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上。该文化

在墓葬形制、尸体的摆放姿势、和随葬品相当一致。它命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五十年代以后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依据一些看起来很细微的差别（陶器的花纹、形制，棺椁的材料和建造方法）将它分

解开来（Alakul’文化，Fedorov 文化, 和 Nura，Atasu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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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落形态部分，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大家庭的兴起和聚落间原始战争出现的故事。

两个视角都很新颖，值得我们借鉴。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聚落的考古资料参差不齐。仰韶一

期的石虎山 I、II 聚落，二期的王墓山坡下、龙山前期的园子沟、老虎山算是全貌清楚的，

仰韶三、四期、以及龙山后期就缺乏这样的遗址。即使前面所说的三期也只有一两处，没有

多少统计价值。资料的不完备，自然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如果说仰韶四期的寨子圪旦的石

围墙（本身宽度作者没说）是原始战争出现的迹象，那么仰韶一期的石虎山 I 的环壕（口部

残存宽度为 1.3－3 米）作为防御设施也未尝不可。由此本人设想，将来如果有人选择两三

个具有不同时期聚落的区域作全面的调查和测绘工作，结合现有的发掘资料，那么他或她就

有可能缕出聚落形态变化（居址地貌类型的转换、房屋布局与经济形态的变化、祭祀遗迹的

出现，聚落的扩大）的规律来。其实岱海地区，如本书图二一三所示，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研

究区域，因为这里已经发现有 16 处属于不同时期的聚落（223－224 页）。即使就岱海一个

地区而言，前景也是相当不错的。 

人地关系是本书最富挑战的部分。归根结底，我国对古代气候的研究至今还很薄弱。我

们高兴地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气象学家如史培军等开始到考古工地取样。但不容置疑的是，

这仅仅是个起步。本书所能收集到的与北方地区相关的五张曲线图（图三、四、五、七、八）

大多是整千年（如 1000BP，2000BP）取一个测点，只有表一有两个 500 年的测点（1500BP、
3500BP）。这样画出来的曲线图显然过于粗放，难以切合精确到几百年的考古学文化的需要。

本书将距今 5500 年（仰韶三期）的干冷期里窑洞式房屋在晋中的出现以及距今 5000 年（仰

韶四期）的持续干冷期里人口压力的增加和争夺资源的战争的爆发与气候变化相联系也是它

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论。这里本人热切希望有更多的气象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那么将

来得到的气候波动曲线图就有可能变得精密可靠。那时再来作人地关系这个课题也许能得出

更为准确的结论来。2同时，以现有的材料而言，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得出一

个粗略的但是相对可信的结论来。本人注意到，虽然图三（鄂尔多斯地区 10000 年冷暖变化

过程）的温度没有显示波动现象，但是图四（鄂尔多斯地区 10000 年干湿变化过程），图五

（10000 年来黄旗海湖面水位变化曲线）和图六（岱海距今 11000－1000 年湖面变化数据表）

反映的距今 5000－2000 之间的降水值起伏很有规律。其中图四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与今天和

公元 1000 年差不多。将来如果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对生态、经济、社会

的影响作一番深入研究的话，他或她说不定能建立起一个不错的参照标准来推演新石器时代

的情形。那时我们再去衡量气候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就更有根据了。 

三 
本书在研究和行文方面还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细节在目前的学术著作中并不少

见，在此指出来以引起注意，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本书对一些考古学现象的解释带有一些

主观臆测的成分。为了抵抗敌人的进攻而建造石围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得到的说法。但是

如果换个角度，说石围墙的建造是为了防御野兽和山洪似乎也可以。野兽自不必说。至于防

洪，本书提到的冲沟和水土流失已经显示了这种可能性（187 页）。这再次说明，系统的区

域调查与测绘是有必要的。那样做就可以排除一些可能性，从而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来。本

书提出单座房屋代表核心家庭，自成一区的房屋代表大家庭 （193 页），若干区组成家族公

社（232 页）。这作为一种假说当然可以，不过本书没有提供遗址以外的辅助的证据。这里

本人指的是民族学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但迄今为止，我国仍然缺乏这样的研究。将来

如果有人对社会结构和聚落形态做一番系统的梳理，那么他或她就填补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

                                                        
2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古气候研究，以资参考。相对来说，该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较为雄厚，历

史较长，而且是多学科相结合，但各学科得到的结论有时会发生冲突。比方说，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青铜时

代的气候，孢粉分析说距今 4300－3500 年之间为干旱期，古地理学说距今 3800－3400 年之间出现湿润气

候和针叶林，古土壤学说与当代气候接近，但最后向干旱和大陆性气候转变，考古学和古动物学资料则说

是湿润气候，并且冬天较为温暖 （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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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官地房址 F5 内 H61 的 5 具成年男性尸体的身份也是以前难得碰到的现象，所以作者

在 “英雄”与“罪犯”之间（208 页）拿捏不定一点也不奇怪。面对这样的难题，本人也

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来。但是如果从有人已经提出的居室葬[5]入手，那么本书就有了一个

坚实的出发点。本书所揭示的文化面貌相似，地域接近的岱海聚落群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但

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解释模式，所以本书推测这样的聚落群（如岱海北岸）为友好

相处、共同对外的军事联盟，也是可以理解的（241 页）。不过从立论的角度讲，如果作者

能够参照历史和自己的社会观察先衡量推测的合理性，那么所作的推测会更加可靠。据本人

所知，春秋时期邻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可是并没有多少邻国的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别。3  

在行文上，本书还不够规范。作为学术论文，不仅文字讲究平实、简洁，讲究准确地表

述论证的过程和观点，而且引用书目讲究完备。本书中的口语词汇“公家”（170 页），文学

语言“站在山头望，欣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看，则高峰仰止，气为之折”（238 页），哲学

词汇“天人合一” （264 页） 都是不宜使用的。书中还有不少似乎无助于论证的描述文字。

如介绍仰韶四期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遗存时，作者好像忘了他的典型遗址、典型陶器方法，

结果陶质、陶色、石器、骨器一股脑全搬到了书上，好像典型遗址能代表同类遗址所有的文

化特征似的。书中模糊词汇“影响” 随处可见。这个词汇包含的意思有很多；比方说，人

群 A 卖或送陶器给人群 B 是影响，人群 A 教人群 B 做陶器是影响，人群 A 做陶器给人群 B
看也是影响。因为本书旨在通过陶器来追寻人类的行为，所以选择更为准确的词汇是有必要

的。这不仅仅是用词的问题，而且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如果作者考虑到这些具体而复杂的行

为方式的话，他也许会考虑 “人群迁徙”以外的解释模式。此外，本书关于“典型遗址、

典型单位、典型器物”三个概念的叙述，让本人回忆起了苏秉琦、殷玮璋的《地层学与器物

类型学》一文（《文物》1982 年 4 期）。可是本章的文献目录中只收入了严文明的《考古资

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1997）。两篇文章内容有相似的

地方，作为学术论文都应当收入，而且说明有关理论的传承变化，以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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